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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人口转型与女性家庭关系变化 
 

佟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导 
 

    编者按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婚姻家庭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其影响因素亦是多元的。值得关注的

是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产生的深远影响，促发了家庭关系向男女平权和代际平权方面的转变。计

划生育政策，将女性从繁重的生殖劳动中解放出来；家庭户规模缩小，家庭人口数减少，女性家

务劳动量减少；女性受教育程度极大提升。无论城乡，代际间的凝聚力都有所强化，城镇中传统

的夫家支持系统正向娘家支持系统转变或出现夫家和娘家的双支持系统。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婚姻家庭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其影响因素亦是多元的。值得关注的

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看似是意

外的，但却与全球范围内的第二次人口转型的变化相关联，正在启动家庭关系向男女平权和代际

平权方面的转变。 

    计划生育政策将女性从繁重的生殖劳动中解放出来 

    随着近现代经济发展和疾病控制能力的增强，人类社会经历了以死亡率变化为基础的不同的

人口增长模式。传统型的人口增长模式是以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为基础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转

型或过渡型的人口增长模式是低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产生的高人口自然增长率。现代型的人口增长

模式是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条件下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的出现被称为第一

次人口转型；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第二次人口转型表现为“超低出生率”特征，人类社会

已经由死亡率变化控制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以生育率变化为基础的人口增长模式，这亦被称为

“生育革命”。 

    中国的人口转型，基本上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同步，表现为极快的转型速率。这在一定意义

上表明，我国在 40 年中不仅经历了人口的第一次转型；且在一些大中城市正在经历人口的第二

次转型。这不仅影响了我国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也影响着以抚育功能为主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

的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它是社会公共政策作用的结果，其适应亦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 

    总和生育率，即每位女性平均一生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当前中国世代更替水平为总和生育率

介于 2.1~2.3。在我国刚开始实行“有计划地生育”政策的 1970年，总和生育率为 5.81；10年后

的 1979年，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 2.75。从人口普查数据看，1990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

为 2.17；到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1.23。女性总和生育率在 30年

间从 5.81 下降到 1.23，每位女性一生少生了 4.58 个孩子，这把女性从繁重的生殖劳动以及与生

育相关的抚养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使城乡已婚已育女性的生育成本大幅度下降，女性们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从事其喜欢的工作和事业，更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事情，其独立自主性亦大幅提升。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会提高至 1.6~1.9 之间，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亦

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是高比例的女性人工流产率；二是出生性别比失调中的性别歧视。在严格

一孩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女孩可能增加性别歧视，甚至加大离婚的可能。全面两孩政策的

实施有可能会减少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左右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这

场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却导致了女性在家庭中以生育角色为主向以自

主身份为主的转变。 

    家庭人口数减少，女性家务劳动量减少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 4.41人/户，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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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则下降到 3.96人/户，2010年降到 3.10人/户；最低时的 2014年为 2.97人/户。2015年在全面

两孩政策的作用下，这一规模恢复到 3.10 人/户。三口之家的家务劳动量相对较少，加之社会生

活条件的改善，家务总量减少。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1990 年城镇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为 223 分钟/天；2000

年为 213分钟/天；2010年为 170分钟/天，20年间城镇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减少了 53分钟，约 1

小时；而农村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更为明显，从 2010年的 290分钟/天，到 2000年的 264分

钟/天，再到 2010 年 190 分钟/天，20 年间农村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减少了 100 分钟，即 1 小时

40分钟。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减少的因素是复杂且多元的，但家庭抚育人口的减少无疑有效地减少

了家务劳动量。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 

    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家庭资源的状况和家庭资源的分配。传统的多

子女家庭，资源分配倾向男孩子是必然的。但城镇中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使生女家庭无选择地

将资源分配给了女孩。即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性别模式，由此

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大幅度提

升。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城镇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1990年女性平均受教育年

限为 7.8年，2000年为 8.7年，2010年为 9.8年。虽然影响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的因素很多，如

普及义务教育等。城镇女性受教育年限 20 年提高了 2 年；农村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在提升，

从 1990年的 4.7年提升到 2000年的 8年。 

    夫家支持系统向娘家支持系统转变或出现双支持系统 

    近年来，随着独生子女一代已经进入婚育期，在生育照顾问题上我国并没有出现发达国家的

“核心家庭孤立化”的现象，纵向的代际关系并未因个体化的增加而增长；而是在经济压力下更

多地出现了家庭代际团结的现象，代际关系在资源、情感和权力分配上出现了两方面的转变，一

是从以父代为主向以子代为主的转型；二是从以夫系为主的抚育照顾向以母系为主的抚育照顾。 

    在全面两孩政策下，“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使代际间“以孝为主”的向上助力转向“以抚

育为主”的向下助力，这种向下的代际助力有效地解决了独生子女一代在婴幼儿抚育上的困难。

这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家庭的内在团结，表现为代际间的互惠关系得以强化。学者马春华的相关

研究表明，向下的代际支持表现出独生子女一代特有的“实用主义”特点，且具有阶层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独女家庭中，女儿的生育以及与生育有关的照顾劳动更多地得到了“娘家

妈”的支持。母系支持系统在生育照顾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传统的“从夫居”意外地因

“独生子女”政策而改变。同时，女儿在照顾亲代中的功能亦在强化。 


